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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21 年到 1949 年，从望志路 106 号的上海弄堂里来到开国大典

的天安门城楼上，13 位中共一大的与会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走到最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的卓越领导者、新中国的重要缔造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开

拓者。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

业。在近 90 年的人生历程里，他不但以卓越的历史功绩成为名垂青史的

党之元老、国之元勋，而且以崇高的思想风范成为万众景仰的人之楷模。

他的人生经历，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  

  救国救民探寻真理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璧伍，1886 年 3 月 5 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城南街大井坎一个贫苦教师家庭。  

  董必武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 岁考中秀才，后因不满封建官

僚的腐败残暴，毅然放弃乡试机会，摆脱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羁绊。1905

年，他考入设在武昌的文普通学堂(后改为湖北省第一中学)，在这里开始

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在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下，他阅读

了大量反对清朝统治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闻讯心情无比激动，遂

毅然剪去头上的辫子，并到起义军汉口军政分府军需部从事支援起义军的

工作。12 月初，他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官。其间，他在理财部加入了

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会委员。参加辛亥革命后，他认为革命

“非有武装不可”，于是用其号“璧伍”谐音“必武”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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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董必武积极

拥护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认为这些法令体现了民主主义精

神，是保护人民的法律，并由此对法律学科产生浓厚兴趣。  

  辛亥革命失败后，深感苦闷的董必武决心寻找新的革命道路。1914

年 1 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张谐英等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大学法律科，从

此开始了他的法律实践活动生涯。在这里，他见到了孙中山，毅然加入了

孙中山重组的只有几百人的中华革命党(1919 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在日本留学期间，董必武受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1917 年夏，他从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回国后，他与

张国恩在武昌合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一方面利用律师职业做掩护，

进行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用律师事务所的收入补贴革命活动经费。  

  1918 年 3 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与反

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在此期间，他得知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便写信

给日本友人以探询情况和索取资料，还经常从教堂借阅英文报纸，阅读有

关十月革命的新闻，对俄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深感敬佩。  

  1919 年 1 月，蔡济民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

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在这里，董必武结识了同为湖北人的

李汉俊。李汉俊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带来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

革命的书籍。他与董必武一见如故，不仅同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

克思主义，还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由此，

董必武开始思考新的救国救民方法和道路，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深受鼓舞。5 月

8 日，他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全力声援五四运动，并致电湖北省议会、教

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称：“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

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以图挽

救。”其后，他经常与湖北各界来沪的人士会晤，宣扬五四精神，由此结识

了来上海参观的陈潭秋。二人畅谈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互相交



换了对当前斗争和未来前途的想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董必武

还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商议进行革命的方法。他们一致认为：要

进行革命活动，必须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革命

的道路。而要进行阶级革命，走俄国道路，必须先要唤醒和组织群众。经

过精心筹划，董必武与李汉俊等人决定从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的觉悟入

手。他们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办报，二是办学。  

  1919 年 8 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昌，开始了全新的革命事业。由

于原来积极支持办报的出资人中途变卦，加之资金募集的困难，创办《江

汉报》的计划中途搁浅，董必武遂将精力集中于办学上。经过艰辛筹款，

他们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于 1920 年 3 月正式开始招生。 

  董必武以“朴诚勇毅”作为校训，并亲自教授 2 个班的国文课。他用白

话文教学，并精心挑选了古今中外具有人民性的优秀诗文作为教材内容，

以培育和启迪学生的新思想。他还设法为学生购买《共产党宣言》《新青

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并指导学生编写《政治问

答》等，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邀请李汉俊、钱介磐(钱亦石)、恽代英

等到校演讲，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使学生在学业和思想上并进。他还指

导武汉中学学生会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不定期刊物)，介绍新思想，

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  

  由于办学投入多收费少，董必武甚至将身上仅有的一件皮袍脱下典

当，以作办学经费。董必武和身边的同事几年中生活一直捉襟见肘。由于

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着长衫，董必武就与他人合穿一件长衫。

一个本可就高职、赚大钱的归国留学生和社会名流，为理想甘愿过贫寒的

生活，这种无声的教育深深感染着他身边的青年。  

  1920 年 8 月的一天，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李汉俊在给董

必武的信件中提出希望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汉也组建起同样的组织。这个

消息让董必武喜出望外，他马上与张国恩研究此事，两人很快取得一致意

见。董必武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要多联合几个同志一起筹办，他

立刻想到在武汉中学教英文、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的陈潭秋。陈潭秋



比董必武小 10 岁，曾在五四运动中与恽代英、林育南一起，组织武汉学

生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得知有关情况后，几人一拍即

合。 

  陈独秀也高度关注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他在 8 月委派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中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带着党纲草案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当

月，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主持了由董必武、陈潭

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会，

介绍了上海组织成立的情况，与会者集体学习了党的知识，传阅并讨论了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研究了如何开展活动，制定

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推选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常驻机关部工

作)。此后，董必武等继续扩大武汉早期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武

汉早期党组织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  

  11 月 7 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

的有 18 人，其中 11 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董必武在会上指出：“新思想

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酝酿之中

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鼓励学生们同

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做斗争，他以五四运动为例，强调“不应当说我们

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

董必武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参会青年的革命斗志。不久，董必武、陈潭秋

等又建立了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组织成立后，很快又在各大中学

校建立起支部，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中积极宣传，还在中

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湖北女师等学校中掀起反对不合理旧制度

的学潮，促进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武汉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武汉中学渐渐成为湖北的红色中心和培养革命骨

干的摇篮。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 9 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

张国恩、黄负生、刘子通等 5 人均系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成为中共一大

召开前武汉党组织的中坚力量。  



  开天辟地 

  1921 年 6 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令其派 2 名代表到上

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 月初，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

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会。他们住进上海湖北善后公会，那里

与李汉俊的住处相距不远，联系十分便利。  

  在这次会议上，时年 35 岁的董必武与小自己 7 岁的毛泽东相识，两

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直至终生。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

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正式开幕。在

一层 18 平方米的客厅里，董必武与代表们围坐在中间的一张大餐桌四

周，神情异常庄重。他们正经历着中国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7 月 23 日，大会开幕并通过了会议议程。  

  7 月 24 日，董必武向大会全面汇报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和本

地区党团的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7 月 25 日、26 日，董必武等人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拿出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初稿，供代

表们讨论。 

  7 月 27 至 29 日，董必武与到会代表们集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

一个纲领》，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即最终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在理论

和实践上为党的创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

领》时，与会代表在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上最初意见并不一致。以李

汉俊为首的一派在党的奋斗目标上提出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党

的组织原则上提出“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研究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政党”；以刘仁静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

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

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董必武根据自己多年



的革命实践和独立思考，与大多数代表一道批评了李汉俊、包惠僧等的错

误意见，最终基本确定了党的纲领。  

  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7 月 30 日的会议，改为 31 日在嘉兴南湖

的游船上进行。 

  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在回忆与父亲聊到中共一大召开情况的文章中这

样写道：“父亲除了叙述有人闯进会场，称来找球，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

有的人；这个人走后，当时与会人员决定迅速转换会场外，他还说：会议

一边安排组织如何继续开会，另一边安排人员撤离……撤离会议首先考虑

到的是年轻人。父亲说： ‘是我提议让主席(毛泽东)走的，不继续参加会议

了。 ’听到这儿，我非常震惊，不禁脱口惊呼： ‘啊？！’父亲淡淡地笑着

说： ‘保存实力嘛。他年轻，不能让反动派一网打尽啊！ ’我突然感受到父

亲的大气、豪气和勇气。在紧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事业的存亡，想到

的是别人的安危。” 

  董良翚回忆道：“1956 年春节，我随父亲董必武、母亲何莲芝在上海

过春节。由于父亲是党的一大代表，2 月 22 日，上海市有关方面邀请他到

一大会址陈列馆视察。他当场题词：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这句题词出

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

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

照。” 

  1959 年，在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重视下，嘉兴县委在南湖建立了南湖

革命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人员以董必武及一大的工作人员王会悟

的回忆为依据，又走访了老船工、造船工人及南湖游船的船主等各有关人

士，精心仿制了一条长 16 米、宽 3 米的单夹弄丝网船，于 1959 年国庆节

向游客展出。1964 年 4 月 5 日，董必武重访南湖，他登上了这条一大纪

念船，仔细查看了船的内外，高兴地称赞这条船的仿造是成功的。他回忆

起当年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心潮

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挥笔题诗一首《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革

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投身革命 

  一大闭幕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返回武昌，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

并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不久，在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反对封

建礼教的女权运动——“女师学潮”，董必武受命领导了这场运动。  

  1922 年 3 月，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王式玉开除了进步教师刘

子通，后又将为挽留刘子通继续任教而发动罢课的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学

以集中活动违反校规为名开除学籍。此事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爆发了轰

动武汉的“女师学潮”。董必武受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的委派，亲自领导

了这场运动。董必武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他并未首先在女师内部进行

斗争，而是引导女师中的积极分子同外校的学生联合起来举行同盟罢课，

并到教育厅请愿，向校长王式玉施加强大的压力。同时，董必武又请武汉

地区的李汉俊、李廉方等 5 人出面调解。结果，教育当局最后责令王式玉

辞职，给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学恢复学籍，照发毕业文凭，但须另找地方

补课。董必武领导的“女师学潮”取得了胜利，一时震动了整个武汉。  

  受此事影响，湖北省男师又发生了由几名进步学生因被校长刘为章开

除而悲愤溺亡引发的学生运动。于是，董必武又领导了这次湖北省男师的

学生斗争。最后，在强大的压力下，刘为章被迫离职，校长一职改由当地

著名教育界人士担任。董必武等受聘到校任教，并开始对学校进行改革，

使这所学校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  

  除了直接领导学生斗争外，董必武还在学生积极分子中组织了读书团

体，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他还在工人中举办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平民夜校”，组织领导群众发动反帝爱国运动，联络教育

界知名人士联名向政府提出改组湖北教育会等要求，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

响。此外，董必武将各校的党团员派到荆门、钟祥、孝感等地建立党团组

织，将革命火种撒向湖北全省。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董必武在湖北筹建国民党临时党

部。1925 年 7 月，他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湖



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 年，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的身份

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

驻湖北负责指导党务工作。这段时间，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

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身份，在发动工农群众、创办革命报

刊、争取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北伐胜利进军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参与

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拥有 200 多万农协会员，其强大的革命声势和湖南

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在长江流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民

党右派叛变革命后，董必武迅速领导湖北革命群众掀起大规模的恢复党

权、反对独裁的运动。可以说，大革命时期的董必武，是湖北省和武汉地

区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成功运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统一战线这一革命法宝的模范领导人之一。  

  鞠躬尽瘁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占领武昌。1927 年 4 月 10 日，湖北省政府成

立，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兼任农工厅厅长，积极组织农民

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发展。1927 年 7 月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因

董必武已遭通缉且目标太大，为保护他的安全，党组织遂安排他赴日本再

转往苏联学习。 

  1933 年 3 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前身)在瑞金成立。董

必武在苏联期间曾经系统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参加过党的创建

工作，德高望重，因此，被中共中央安排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管教学

工作。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建立之初，规模并不大，校址位于瑞金城叶坪洋

溪村的一个地主宅院内，整栋房子占地面积只有 277 平方米。听课人数多

的时候，就在庭院内露天讲课。学校设有高级班、中级班和新区班，学员

学习时间有 2 个月、4 个月、6 个月不等，学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

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

识等课程。专职教员只有罗明、成仿吾、冯雪峰等少数几个人，大多数课



由中央负责同志讲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等

人经常到学校讲课。 

  董必武既是学校领导，负责教学计划安排实施和日常行政事务，同时

也是教员，为 3 个班的学员讲授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他授课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员的欢迎。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董必武、成仿

吾、冯雪峰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部分学员被编入中央红军第二纵队的干

部团，随大部队转移。董必武以近 50 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拉

着马尾巴爬过了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到达陕北后，为了培养更多

的人才，中共中央决定于 1935 年 11 月恢复党校，并将其与中共陕北特委

党校合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  

  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不仅基本的伙食和教材成问题，而且也

没有固定的校舍，学员大都分散住在各村。为了保障学员的学习和生活，

董必武经常四处奔波，不是到各村学员住处巡视工作，就是巡回讲课。有

时为了解决学员的吃饭问题，他甚至还要亲自筹粮食、打柴火。除了全盘

负责党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外，董必武还经常深入学员中间，随时解决

所发现的问题。这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派董必武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

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 1938 年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和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董必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从 1945

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至十届一中全会，他连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 

  1945 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在组建中国代表团的过程

中，经中共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由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

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接

触后，才知道共产党中竟有这样有学识的人。到美国后，董必武向华侨、

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共在



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用毛笔苍劲地在《联合国

宪章》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在新中国的

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年中共一大的 13 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

和董必武两人在这一天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政协副主席等职。其间，遵照党中央的部署，董

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的旧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

制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

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55 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出

任书记，后因他年岁已高，主要担任名誉性职务。1959 年，董必武任国

家副主席。家乡的亲友以为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经常到北京找他“帮

忙”，都被他拒绝了。董必武曾在信中委婉地对一个亲戚提出批评： “除了

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在你的思想中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

楚。” 

  1975 年 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虽

然已 90 高龄，又身患重病，但董必武还是坚持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

在极端严格的保密措施下秘密举行的，直到闭会之后才发布了新闻公报。

正式会议只举行了 5 天，创正式会议时间最短的记录。会上，董必武被选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重大的国事活动。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

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

柯。”这首《九十初度》是董必武于 1975 年 3 月 5 日为自己 90 虚岁生日

所写。就在写完这首诗的几天之后，他的病情恶化。 

  1975 年 4 月 2 日 7 时 58 分，董必武与世长辞。 

  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董必武建树甚多，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

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党的秘密工作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董



必武是一位法学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

独创性的见解。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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